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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绿色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分异事关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选取 2006～

2017 年长三角地区 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运用 SBM 模型测度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利用 Theil 指数、Hurst 指

数等刻画绿色创新效率时空特征，并选择 Tobit 模型从“自然-经济-政策”3 个维度系统定量探讨其影响机制，研

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波动性上升，区域差异逐渐减小，区域协同发展态势明显。(2)长三角地

区部分核心城市周围出现效率“洼地”,高效率分布区由自然禀赋优越区域向技术水平、产业结构高水平区域转变。

(3)长三角中部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有逆持续下降风险，东部沿海地带及江苏省外圈各市成为主要持续增长区域，呈

带状和环状分布。(4)经济要素和政策要素较自然要素对绿色创新效率的解释度更高，城市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和环

境规制等因素的作用尤其明显，但各因素的作用均呈现出阶段性差异。这为制定因地制宜型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政策、

促进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了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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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和创新驱动是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关键[1]。《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将“坚持创新共建”“坚

持绿色共保”确立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基本原则。研究长三角绿色创新效率格局及其驱动因素，对于推进长三角高质量

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国外以经合组织(OECD)为代表的一大批机构和学者对绿色创新进行了诸多研究[2,3],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一些学者认为，绿

色创新与生态创新、环境驱动创新以及可持续创新等在内涵上具有相似性
[4,5,6]

,均为在创新中兼顾环境效应与影响
[7,8]

。一些学者

侧重于探讨绿色技术创新，多以企业为研究对象[9,10],或聚焦于工业行业内如何以最少资源投入达到较大绿色产出等[11]。一些学

者则关注省域行政区划内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与社会文化三者杂糅与统一，研究也多集中于区域协调发展[12,13]。绿色创新效率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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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和格局刻画方面，主要在区域和企业两类尺度进行研究，涵盖效率测度与分解、时序变化与空间分异规律等多方面内容，多采

用 DEA 或相关修正模型[14,15]、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法[16],以及含非期望产出的 SBM、全局莫兰指数等方法[4,17]。在效率影响因

素方面，现在已有关于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从城市个体内部出发
[18]
,或在企业组织等较小层面进行探讨

[19]
。有研究

表明自然要素对城市绿色发展具有较大影响[20],与此同时产业结构、人力资本、能源结构、对外开放等经济要素[18]对绿色创新效

率影响较为显著。研究方法则基于数据类型，选取极大似然估计法、受限面板Tobit模型以及杜宾模型对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

应进行研究。 

综上，在研究内容上，已有研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内涵界定较为模糊，主要在区域宏观和企业微观层面展开研究，中观层面

研究不足；且效率指标选取存在微观宏观混用等问题。现有研究中对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异质性以及区域均衡性的分析

较少，空间格局刻画较少涉及未来发展趋势预测。影响因素方面，现有研究存在系统性和时期性规律刻画不充分的问题，已有研

究多从经济单一方面出发，如单一选取经济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同时现有研究也较少考虑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发展的

阶段性，即在绿色创新水平不同时，影响机制具有的差异性。因此，本研究整合城市、省以及长三角地区 3重尺度，基于绿色创

新效率作用模型，构建投入—产出评价体系，采用基于非期望的 SBM 模型进行测度，通过多种空间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创

新效率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同时基于绿色创新效率值的截断性，选择 Tobit 模型从“自然—经济—政策”三个维度进行回

归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认为绿色创新是绿色发展与创新共同形成的循环促进的共同体，创新通过技术进步等手段在生产过程中减少资源利用

和环境破坏，从而促进绿色发展，另一方面，绿色发展的要求会推动科技不断进行创新。绿色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升社会

福利水平，实现经济、社会以及自然三大系统的整体发展[21],绿色创新理论分析框架包括两圈层即本底要素和核心层绿色创新，

本底三类要素共同作用，相互耦合共生，构成了绿色创新的本底基础要素层，为绿色创新提供了相应基础条件(图 1)。 

 

图 1绿色创新效率作用模型图 

绿色创新受自然要素、经济要素以及政策要素的综合作用。自然要素为绿色创新提供自然资源，经济要素则为创新提供相应

帮助，政策要素则会根据 Porter 假说
[22]
,在区域整体性和规制方面通过作用于自然和经济要素为绿色创新形成支撑。而绿色创

新也会通过技术创新产生绿色福利即资源利用减少，废物利用率增加，对自然要素形成响应作用，与此同时，为了实现绿色创

新，对自然要素的利用超过自然界的承受范围则又会对自然要素形成胁迫。绿色创新必然形成经济要素方面的绿色增长，而为了

实现绿色创新也需要经济要素的前期投入。由已有研究可知，绿色创新对长三角地区一体化推动作用显著，绿色创新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推动政策要素实现高水平发展，而政策要素中如环境规制等亦可促进城市企业个体进行创新活动，推动创新水平的提升，

而技术创新也可减少资源使用和废物产生。由此可形成圈层间正向作用为“增益-支撑-响应”的机制过程，其负反馈作用则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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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胁迫-抑制-消耗”过程，两者结合与基础要素共同形成了系统作用模型。 

1 数据说明及研究方法 

1.1 评价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绿色创新在广义上，学者多关注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与政策环境三者杂糅与统一，如陈华斌认为绿色创新是在一定的环境保

护要求的约束下，实现观念、产品、生产过程创新的动态过程[23]。狭义上说，学者对绿色创新的概念界定侧重于技术，多以企业

为研究对象，或者在产业方面进行限定，如仅关注工业产业范围内如何以最少资源投入以达到较大产出。而对研究区域的绿色创

新效率测度，一方面需要尽量准确测度城市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也应在指标评价体系中突出绿色属性。又由于在长三角一体化规

划中，绿色创新概念较多的在第二产业相关领域中提出，如皖江经济带承接产业转移以及相关工业产业的更新换代问题均涉及

绿色创新的需求，第三产业中对于绿色创新的要求则较少。由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可知该区域制造业较为发达，且可量化创新

指标多来源于工业，工业投入也较好度量。故本研究采用狭义上绿色创新效率概念，更多关注工业领域。 

本研究旨在以生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在长三角地区工业发展路径中，考虑绿色因素的创新效率如何演化，故本研究从投入

—产出角度出发选取指标。在投入指标方面，考虑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对劳动和资本的重视，以及考虑到绿色创新效率

与普通绿色生产率在内涵上的区别，故应突出研发投入要素，结合传统绿色生产中能源和资本以及劳动力投入等要素，在广泛阅

读前人文献的基础上，构建相应测度指标。由于绿色创新具有双重溢出效应的特质，即知识溢出和环保溢出[24],故产出指标需考

虑知识产出以及环境产出两方面要素。基于以上理论及概念内涵，最终构造出 5项二级指标以及 9项三级指标，如下表 1所示。 

表 1长三角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投入 

研发投入 

工业企业从事 R&D活动人员数量 Li 等[25]和Kneller[26] 

工业企业 R&D内部经费支出 Song[27] 

能源投入 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工业用电量) Li 等[25] 

资本投入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周亮[20] 

产出 

期望产出 

专利授权量 贾军[19] 

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 滕堂伟[4] 

非期望产出 

工业废水排放量 

Managi等[28]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工业烟尘排放量 

 

依据国家政策颁布年限和数据可获取性，选定 2006～2017 年共 12 年为研究期限。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和政府公报、《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国家专利局，缺失值

利用插值法和均值替换法进行补齐，地理数据来源于中科院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提供的中国地级市矢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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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1)SBM-Undesirable模型 

国内研究中对于经济效率测度，多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来进行研究，随机前沿分析法也较为常见，多用于测度单产出的经济

效率值。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由于其研究主体的复杂性和综合性，采用单一产出指标具有较大缺陷，故采用多指标，且划分出

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指标，以期对绿色创新效率进行较科学的衡量。而传统 DEA 径向模型无法将无效单元的松弛变量纳入考

虑，SBM 模型则在基础 DEA 模型上进行了修正，在克服弱有效数据的基础上，实现多重指标的综合测度目标[29],使得测度值能够

更加贴近绿色创新概念。 

本文基于产出视角，把每个城市视为单一生产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DMU),且由于城市在创新过程中会产生三废

等非期望产出，故本次研究采用 SBM 模型，每个决策单元均包含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三部分。按照 Tone 的方法，将模

型定义如下： 

 

将 x,yg,yb3 个特征向量表示投入、期望与非期望产出，同时定义矩阵其中分别包含各自向量表征并形成相应矩阵，即 X,Yg,Yb3

个 m×n维度的矩阵，且 X=[x1x2,…xn]∈Rm×n,并以此类推其中投入与非期望产出的过剩用向量 p-∈Rm,pg∈Rp2来表示。该函数具有

严格递减性，当ρ=1时，决策单元处在最佳生产前沿面上。 

(2)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多用于经济学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测度中，且该指数具有很好的可分解性质，已有研究将该指数引入用以测量绿色

发展的空间差异，并将其分解为组内差异以及组间差距[30],基于此，本研究采用此指数对长三角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分区域

分析，公式如下： 

 

其中分组数量用 m进行表示；ni则表示在组群 i中的城市数量；xi则表示组群内各市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均值。上式中The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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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泰尔指数；Theilw则表示组内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差异，TheilB则表示组间绿色创新效率差异。 

(3)相对发展率指数(NICH)和 Hurst 指数 

NICH 为反映相对增长量的指数，该指数被广泛用于各类研究主体的时空变化的格局刻画和区域差异研究中[31,32],同时相对发

展速率可作为测度效率发展状况的指标，公式如下： 

 

式中：Yt表示区域中城市研究末期的城市绿色创新值，Y0表示区域中城市研究末初期的城市绿色创新值；Yti、Yoi分别表示第

i个城市的末期城市绿色创新值和研究初期的城市绿色创新值。 

Hurst 指数又称 R/S 法，可以用来测度时间序列趋势发展的连续性以及强度大小[33],该指数较多的被用于自地理和生态等领

域且在经济学中也较为常见，其基本原理和公式如下： 

时间序列 E(1),E(2),…E(t),对于任意 T∈{1,2…}定义均值序列： 

 

累积离差： 

 

极差： 

 

标准差： 

 

式中：E 表示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值，若 R/S∝TH,其中 R/S 为 R(T)/S(T),则说明存在 Hurst 现象，则 H 为 Hurst

指数，该指数可由 R/S 由最小二乘法拟合出直线得到相应斜率。其中 0<H<0.5,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则具有反持续性发展趋势，若

H=0.5,则表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为随机序列，若0.5<H<1,则表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持续性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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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obit 回归模型 

由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截断性，即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处于 0～1之间，引入面板Tobit计量模型用于本研究较为合适，参

考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和文章前部的机制分析，采用系统观选取自然、经济和政策 3 个方面进行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表 3),计

算公式为： 

 

式中：GIEi表示各市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效率，εi表示随机误差项。由于在实际研究中不能观测到GIE
*
i,故在可观测范围内有

GIEi=GIE
*
i,且模型对β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来估计系数。且在数据处理阶段，对各要素的多重共线性与描述统计进行相关检验，

确保各要素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现象。考虑面板性数据可获取性，选取城市年平均温度(temp)、大气质量(eq)以及植被覆盖率

(ndvi)3 个指标来表征自然要素。经济方面，选取人均 GDP 值(rgdp)来衡量城市整体经济实力，选取当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fdi)

作为指标衡量城市开放程度，同时本研究也选取第二产业产值与城市 GDP 的比值(is)作为衡量城市产业结构的指标，并对人均

GDP 以及实际利用外资进行平减处理。在政策方面，在查阅前人关于城市尺度的环境规制(er)的相关指标，从成本角度出发，选

取劳动人力、物力以及资本力投入 3个方面出发，选取相应指标并通过熵权法进行赋值，综合计算得出城市环境规制指数。共选

取 7个指标构成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表 2影响因子指标表 

因素类别 影响因素 代码 具体含义 

自然要素 

气温 temp 城市年平均温度 

PM2.5 eq 城市年平均 PM2.5值 

植被覆盖率 ndvi 城市建成区绿化率 

经济要素 

城市经济实力 rgdp 城市人均 GDP 

产业结构 is 第二产业产值与城市 GDP 的比值 

开放程度 fdi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 

政策要素 环境规制 er 熵权法
[34]
计算出的综合指数 

 

2 长三角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变化 

2.1 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时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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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BM模型对长三角地区 41各地级以上城市 2006～2017年的绿色创新效率(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GIE)进行测

度，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与区域差异指数(泰尔指数)如图 2所示。结果发现，2006～2017 年该区域整体呈现波动上升的基本态势，

区域差异波动轨迹则与其相反；从三省平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值来看，三省一市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大体上呈现

“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递减格局。 

 

图 2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平均值和区域泰尔指数 

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在 2012 和 2014年出现波动小幅下降，但在 2016 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异动点，该年受供给

侧改革实行的影响[36],长三角地区在本年度加速了产业结构性改革，且该区域处于实验阶段。至2017年改革成效渐显，区域整体

绿色创新效率显著增长。从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来看，三省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变化阶段略有差异。浙江省除 2016年呈现与长三

角地区相同的大幅回落现象，其余年份大体上保持着稳步上升的态势，这与该区域经济实力雄厚，科技水平较高以及区域内 11

市发展阶段较为协调等要素均相关。江苏省在 2006～2009 年，维持着稳步增长的态势，但从 2010～2014 年则呈现明显的下降

及收敛态势。安徽省则由于该省内各市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整体趋势呈现出一波三折的特点。在 2015～2017年，三省发展态势

保持一致，有此可看出，在绿色创新发展至较高水平时，三省的发展协同度也有了显著提升。 

2.2 长三角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分异特征 

2.2.1 总体分布特征 

采用已有研究中的划分标准，以 0.25、0.50 和 0.75 作为临界值，利用 ArcGIS10.2 软件将 2006～2017 年期间城市绿色创

新效率值进行空间可视化绘图，并选取 2006、2012以及 2017年 3个节点进行展示，反映长三角地区 41市的绿色创新效率的空

间分异特征(图 3)。长三角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区域化集聚，同时部分核心城市周围呈现效率凹地的特征，三省之间以及区

域间南北差异较大。 

2006 年黄山、温州、亳州、宿州、徐州以及上海处于绿色创新较高水平。在产业绿色化转型初期，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受城

市自身资源禀赋影响较多，故自然条件较为优越、工业企业数量较少的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水平较高，上海市则因为该地区科技

水平及工业水平较为领先，在 2006 年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已达到较高等级。2012 年，绿色创新较高水平城市主要分布于苏南以及

浙江等区域。伴随着区域工业技术的提升，安徽逐步承接产业转移
[35]
,决定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的决定性因素已从城市资源禀赋

转为区域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等要素，苏南地区、浙江地区以及上海绿色创新效率增长较快，安徽各市绿色创新效率较低。而安

徽省皖江经济带各市由于承接江浙地区产业转移[36],一方面工业技术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工业生产带来的污染及非期望

产出增加较多，在二者的共同影响下，安徽各市总体呈现缓慢增长态势，其中皖江经济带城市总体绿色创新水平高于安徽省中其

他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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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区域各市绿色创新水平显著提高，形成以合肥、南京、上海以及杭州为核心的高水平集聚带。在这一时期，几大

核心城市重点发展信息产业如合肥的科大讯飞语音智能产业以及杭州的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产业，新型产业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

因此相关区域内绿色创新水平显著提升。 

2.2.2 三省区域差异特征 

为考察长三角地区内省际差异，将江苏省、浙江省与安徽省三部分，基于泰尔指数对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进行分解，分别计

算各部分组内以及组间贡献率，结果如表 3 所示，而三省的组内泰尔指数与长三角地区整体泰尔指数变化如图 4 所示。长三角

地区间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三省组内泰尔指数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长三角呈现绿色创新协同的趋势，且各省内部差异大于三省

之间差异。由已有研究可知，自2006年，长三角地区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发展即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推动了地区协同

化发展[37],此外知识型人力资本、资本开放水平、技术市场发展也对长三角地区区域创新技术协同发展具有显著影响[38],与此同

时，众多研究表明受相应政策颁布的影响，区域合作以及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具有显著提升，这也对长三角地区绿色创新的协同

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图 3 2006、2012 和 2017 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空间格局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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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6～2017 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泰尔指数分布图 

由组内泰尔指数来看，安徽省以及江苏省组内泰尔指数值较高，即以上两区域内各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差异较大，发展情况较

不协调，浙江省的组内泰尔指数较小，代表浙江省内各市协调度较高。通过泰尔指数的分解，表明省域内差异的演变除2008年，

其余年份与长三角总体差异演变保持高度一致，且呈现出省域间差异小于省域内差异的特点。在 2006～2017年期间，上海市以

及江苏、浙江、安徽各市绿色创新效率均保持大幅度上涨。其中上海市绿色创新效率在 2011～2013 年 3年保持稳定和低水平增

长，其中在2009 受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制造业受到较大冲击，故出现小幅度下滑。上海政府努力落实“十二五”规划中的

改革创新的要求，受一系列政策实施影响，该市在 2013～2014 年进入高速度增长期，并于 2015 年进入绿色创新效率高水平时

期。基于全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表明，城市绿色创新呈现出围绕城市群的多核心集聚特征[38],这也为长三角区域在高质量一体化

背景下，绿色创新协同化发展提供支撑
[17]
。 

表 3 2006～2017 年泰尔指数贡献率分解结果(%) 

年份 

区域内 

区域间 总体 

江苏 浙江 安徽 区域内总和 

2006 18 21 54 93 7 100 

2007 28 18 38 84 16 100 

2008 32 22 9 64 36 100 

2009 28 18 39 86 14 100 

2010 21 25 32 78 22 100 

2011 30 18 36 84 16 100 

2012 34 17 14 66 34 100 

2013 29 17 23 70 30 100 

2014 20 14 34 69 31 100 

2015 26 17 22 65 35 100 

2016 19 20 30 69 31 100 

2017 40 8 35 83 17 100 

 

2.3 长三角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发展趋势分析 

基于对区域创新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本文利用 NICH 指数和 Hurst指数测算并对指数进行叠加分析，结合前文的分析结果，

得出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发展趋势图，并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行预判和相关讨论。由公式(6)计算可得，各市绿色创

新效率 2006～2017年的 NICH 指数，由此指数可将指数大于 1即增长率大于地区平均水平的城市归入大幅上升区，将 NICH指数

在 0～1 之间的城市归入较高上升区，NICH 指数为 0 的归入稳定发展区，同理将效率下降率低于地区平均水平即 NICH 指数在-

1～0 的城市纳入较低下降区域，将 NICH 指数小于-1 的城市归入大幅下降区，如图 5a 所示。同时，根据公式(7～10)测算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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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 Hurst 指数，并基于计算结果将地区城市按等间隔，分为四类，其中 Hurst 值在 0～0.5 的城市为反持续

发展趋势，在0.51～1之间的城市为持续发展趋势，结果如图5b所示。将地区41市的 NICH 指数与 Hurst 指数叠加，得到地区

城市发展趋势图，如图 5c所示。 

 

图 5长三角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变化趋势(a)、Hurst指数(b)及未来发展趋势(c) 

目前三省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均呈上升趋势，安徽省绿色创新效率有回落风险。就具体数值来看，浙江省的 NICH 指数最高达

到 1.199 高于安徽省 0.887 和江苏省 0.914,该省的创新效率涨幅最为迅猛，也由此可知安徽省和江苏省的平均增速均低于地区

平均水平。由三省的 Hurst 值来看，江苏省和浙江省的 Hurst 值均高于 0.5,代表着两省有着连续发展的趋势，全省绿色创新平

均水平将持续上升，而安徽省的 Hurst 值仅为 0.33,该省呈现弱反连续发展趋势，故安徽省绿色创新效率有回落的风险。与此同

时，东部沿海各市呈现出持续发展趋势，持续发展分布且呈现带状和环状分布的特征。长三角地区东部城市中，仅盐城市呈可持

续下降趋势，温州市保持高水平稳定态势，东部沿海各市均呈现持续上升态势，而中部安徽省16市中除六安、铜陵呈现持续上

升态势，亳州淮南呈反持续上升态势，其余各市均呈现反持续下降趋势。由长三角绿色创新效率的发展趋势来看，长三角地区东

部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的差距有增加的态势，东部城市将要成为新一轮的绿色创新效率的增长极，这也预示着未来地区间内部

差异将有重新扩大的风险。 

3 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 

考虑到环境规制等要素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之间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且已有研究证明环境规划制和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之

间关系受城市发展阶段影响，模型(1)、模型(2)、模型(3)根据 GIE 的时间趋势变化，分为 2006～2017 全阶段，2006～2011 稳

定缓慢增长阶段和 2012～2017 波动阶段，并分别对不同阶段的各要素进行回归分析并对比。 

自然要素方面，绿化率、温度以及PM2.5通过影响城市自然资源禀赋，从而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产生影响(表 4)。实证结果显

示，全阶段中，自然要素中温度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而 PM2.5 值则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产生相应抑制作用，

但植被覆盖率不显著，这意味着较好的自然本底条件会正向促进 GIE 的提高，即证明了自然本底条件的物质基础作用。以时间维

度上的不同阶段来看，2006～2011期间，GIE水平较高时，自然要素对 GIE的解释度较低。 

表 4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变量 (1)2006～2017 (2)2006～2011 (3)2012～2017 

自然要素 

ndvi -0.0092 0.0005 -0.0033 

temp 0.0365** -0.0044 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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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 -0.3117*** -0.3718*** 0.0007 

经济要素 

lnrGDP 0.0185*** 0.0000 0.0183** 

lnis -0.2423*** -0.1608 -0.3298*** 

lnfdi 0.0438*** 0.0331*** 0.0261** 

政策要素 

et 0.0156* -0.0129 0.0197** 

常数项 0.4088 1.5518*** -0.3229 

相关检验 

样本数 492 246 246 

卡方统计量 109.00 23.48 102.46 

R2 0.8918 0.8720 1.3551 

 

注：
*
p<0.10,

**
p<0.05,

***
p<0.01. 

经济要素方面，由于创新活动以及生态保护均需较大的资金支持，对经济本底基础的要求较高，且在绿色创新发展不同阶

段，各要素影响机制不尽相同。实证结果中，经济方面因素较自然要素，对 GIE 的解释度更高，其中人均GDP 回归系数为 0.0185,

且通过了 99%显著性水平检验，在两阶段中，在GIE 低水平时期，人均 GDP 对 GIE 影响不显著，伴随着GIE 的增长，地区经济水

平对 GIE影响程度显著提高。产业结构与 GIE在研究全期限内呈负相关，即产业结构每变动1%,GIE 则负向变动 0.24%,且在 GIE

低水平阶段，产业结构要素不显著，由此可见在GIE 发展到高水平阶段，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区域内进行合理产业转移对于 GIE 的

提升具有正向作用。原因是，第二产业相较于第三产业对城市绿色发展负向作用较大，而第二产业在创新的产出较为有限。同时

实际利用外资因素回归结果始终正向显著，且后一阶段较前一阶段，回归系数显著回落，表明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外向依赖性减

弱，该区域正逐渐跨越“污染避难所效应”阶段。 

政策要素方面，环境规制一方面会促使城市企业个体进行创新活动实现节能减排，另一方面过度的环境规制也会限制城市

创新活动。从实证结果来看，在全研究时限中，环境规制要素与 GIE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GIE 的影响也是

具有一定的阶段性
[40]

,在区域绿色创新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不显著，且由于初期较为严苛的环境规制政策

对于企业生产具有负向作用，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也为负，当绿色创新水平上升到较高水平时，环境规制将促进企业进行创新，

故对 GIE有正向推动作用，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一致。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运用 SBM 方法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同时利用泰尔指数和 Hurst 指数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静态

分布格局进行刻画，并从“自然-经济-政策”3个维度探讨了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区域整体呈现波动上升的基本态势，区域差异波动轨迹则与其呈现相反态势，长三角地区呈现绿色创新协同发展趋势。

安徽省由以低效率区为主转换为多种类型区域共存的态势，浙江省较低效率区域均向高效率区域转移，江苏省则由以低效率区

域为主转变为以较高效率为主，上海市则由较低效率区转移至高效率区并保持长时间高水平稳定。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泰

尔指数由 0.22下降至0.07,长三角绿色创新协同度显著增加。 

(2)长三角三省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大体上呈现“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格局，且呈现出各省组间差异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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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差异的特点。同时，长三角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区域化集聚，同时部分核心城市周围呈现效率凹地的特征，高效率分布

区由自然禀赋优越区域向技术水平、产业结构高水平区域转移。长三角地区间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三省组内泰尔指数均呈现波动

下降趋势，且三省组内差异大于组间差异，由此可见长三角地区的区域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各省内部。 

(3)长三角中部区域各市，绿色创新效率有反持续下降风险，其中安徽省下降风险较大。持续增长区域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

区域以及江苏省外圈各市，呈现带状和环状分布特征。江苏省和浙江省的 Hurst 值均高于 0.5,代表着两省有着连续发展的趋势，

全省绿色创新平均水平将持续上升，而安徽省的 Hurst值仅为0.33,该省呈现弱反连续发展趋势，东部城市中，仅盐城市呈可持

续下降趋势，温州市保持高水平稳定态势，长三角地区东部沿海各市均呈现持续上升态势。 

(4)各影响因素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解释度均具有时段差异性，经济要素较自然要素，对GIE 的解释度更高，政策要素与城

市绿色创新效率正相关。自然要素方面，不同时段，自然要素对 GIE 的解释度均较低。经济要素中经济发展与城市绿色创新发展

之间关系存在阶段性。产业结构与 GIE 在研究期限内呈负相关，实际利用外资与 GIE 呈现正相关，但伴随着 GIE 增加，其解释

度逐渐降低，代表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外向依赖性逐渐减弱。环境规制对 GIE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在区域绿色创新水平较低

时，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当绿色创新水平上升到较高水平时，该因素则对 GIE 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本文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本研究对于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是从自然、经济与政策 3个方面展开，但城市绿

色创新乃至长三角一体化是个复杂的系统问题，故量化指标以及影响机理和因素等分析均应从更加系统完善的角度出发，进行

进一步研究。在未来的进一步研究中，可从本文的研究结论出发，探究更小尺度的研究对象绿色创新问题，如以产业园区以及产

业集群为研究对象，从而实现更为细致化的区域绿色创新格局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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